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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王海的“双11”
早早准备了100万元抢货 在打假的第21个年头 他的索赔案例一半来自网购

注册多个ID“备战”“双11”

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大部
分是酒，还有若干保健品。价值三十来万，
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办公室里，等待检验。
这只是一部分，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
11”，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
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元
的白酒。这个“双11”，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
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元。

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由于
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王海不得不注册了
多个ID，在不同的地方收货。即便如此，他
还是屡被商家发现。10月 2日购买的一批
一万多元的服装，下单后，商家提示，已经没
货了。但几乎同时，王海团队的另一个账号
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

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王海
已经有 30 多个账号被列入了黑名单。其
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你的ID已经被列
入了黑名单，因此不能发货。

还有快递送到楼下却被商家紧急召回
的情况。王海告诉记者，今年 8、9 月的时
候，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花9万多元
买了一批，快递都送到楼下了，可没等接收
就折返了，说是厂家召回，再问厂家，厂家说
是快递把货物给弄坏了。

为了能顺利完成“双11”的行动，王海从
9月起，就出动了7人战队，开始挑选“重点
打击对象”。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销售榜
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

小组中4人负责找项目。先小批量买
一些目标货物，拿回来自己测试，试纸也是
从网上买的，测试出的确有问题的，则送到
实验室去再次检测。两个多月来，他们从
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

“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王海
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

如果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有
问题，剩下来的事，就要交给采购人员。3
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
种产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攒够一定数量再
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1月 10日，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
组，准备晚上“双11”再抢购一批。

从实体店到互联网

11月 11日下午3点多，抢购的高峰期已
经过去了，王海的 100万元采购金，才花出
去16万元。相比他花钱花得艰难，电商们在

这场狂欢中，几乎是顺势就赚得盆满钵满。
3个多小时后，阿里发出通告：“交易总额突
破千亿，其中无线成交额占比82.42%。”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
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2014年之前，他只有
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随着微商的发展，今
年，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所打击的假冒
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一半来自于互联网。

但相对于实体店，电商打假更有难度。
实体店的虚假宣传主要是产品广告、说明书
和外包装标注等，证据易获取、保存，电商的
虚假宣传除了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外，还经
常出现于互联网平台上，如果没有及时通过
截屏等手段保留证据，网站修改内容后就很
难搜集证据。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告诉记者，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
虚拟交易，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耳闻、
手触，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和快递商品，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
质接触，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概
率相对更大。

很多职业打假者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
入太多精力，因为取证与诉讼都比较麻烦。

“你看这些微商，就跟游击战一样，连人
在哪都不知道。”王海告诉记者，不少出售假
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这
比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维权更困难。成立
微商打假队以来，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
的项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

“但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王海说，
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
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对涉
嫌价格欺诈的目标，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
格，同时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
公证，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做检测。

“作为中间方，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
和事后补救的义务，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
在质量问题，应积极协助维权。”北京岳成律
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说，“消费者如果发现
商品问题，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零点“一键下单购物
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王海可不在乎打
折，只想把这项 100 万元的购物“专款”都
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
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
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
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他下的定论。
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20多年，但外
界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
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

“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
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
算是消费者吗？”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
来赚钱的营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

“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王海
说，“我做这个事情，营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3组打假队伍，近30人，
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 30 多万元的工
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
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
告诉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
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除去做检测之类
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
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
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
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
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
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
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
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
识，索赔成功的概率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
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积极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打假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靠经验。”望
着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已经有保健品、
酒和海产品三个项目打算走司法程序。团
队里的4个律师时刻待命，只待检测结果。

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如今的王
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
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办了一个热
线，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爆料电话，这批“问
题”酒，也是这样“撞进”了他们的视线中。

今年夏秋之际，王海收到一段视频，视
频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
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看
完视频，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证实了视频
的真实性后，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
白酒送检。据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兑
酒来冒充粮食酒之外，这次的“战利品”里，
还有添加塑化剂的。

“不过依靠爆料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自
己的团队找出来的。”王海说，在他的团队
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我
要打肉类产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
做过肉类生产的，要么就是做过检验的，总

之，肯定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其他

热心打假的人士也会将爆料提供给他。“毕
竟他在法律这方面比较懂。”

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风顺。
几年前，他们盯上过一种果脯，“在江苏

找了好多家机构检测，都检测出了甜蜜素，
但拿到北京检测，就是什么都检测不出来。”
王海说，为保险起见，他们放弃了这个案子。

在全国，他们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鉴定机
构，每年花在检测上的费用就有二三十万
元。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为避免检
测方造假，只有在确保两家以上鉴定机构都
检测出有问题，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行动。

但这仍然免不了官司缠身。2014年 9
月，王海团队买了一种宣称是用冬虫夏草为
原料的保健品，送检后发现并没有虫草素。
在整理了所有的证据后，王海提起了诉讼，但
被对方反诉为侵犯名誉权，向他索赔500万
元。原以为证据在握的王海，一审败诉了。
王海提出上诉，二审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

法律收紧职业打假行为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为了钱。”谈起这桩
官司，王海说，“这东西我们买了5万多元，
假一赔三，就算赢了也就15万元。但我们投
入的人力和财力可不少。”

打假 20 多年后，他更精明，也更加平
和。作为打假第一人，他买到的假货屈指可
数。买东西前，他都会把商家的信息翻个底
朝天。“先了解主体信息，什么人卖的；再了
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再
看成本和售价。”有报道称，他上街买个包
子，都要拍下来人家面粉颜色正不正。

王海从未在媒体前摘掉墨镜。20多年
来，形象一直如此，他说这叫“风险管理”。
揪出制假者，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但
这样的成就感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今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
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
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
适用本条例。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
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职业打假人，他们
的打假行为中掺杂自己的利益，维权就得不
到保护，否则企业便可以因此逃避责任。”律
师岳屾山说，“维权的最终结果，是要企业为
商品质量承担责任。” （杨宝璐 郑林）

“ 双 11”的 前 一 天 晚
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

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
下属布置了 100 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

花出去一万多元。如今，他已不仅仅是职业打假
人，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

时他刚刚下班，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
中——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检测的。“可能是二氧化硫
超标吧，”他无所谓地说，“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些。”

这是他打假的第 21 年。1995 年，他买了两副索
尼耳机，意识到可能是假货，便又买了10副，并依据
《消法》提出了双倍赔偿，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

人。20多年来，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隐藏
在墨镜之后，行走在“打假”与“商人”之间

的平衡木上，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
己的事业。


